
               中外醫學哲學 9 

身體倫理醫學模式對生物－心理

－社會醫學模式的“僭越” 
 

孫慕義 * 

 

摘要 

 
身體倫理醫學模式是生命（身體）政治意志的表達與實

現，其修正了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錯訛，並能夠最整全地

反映人類對於身體或醫學的寄託，成為醫學的基礎和疾病救

治、身體康復的指導與希望。身體為醫生治療行為與施愛的直

觀物件，身體是屬人的，人必須力圖把“我的意識”統一於

“我的身體”；這一道德觀成為醫學模式的人性前提，即是

說，人的身體、包括患病的身體，不是一般性地沒於世界，而

應該建立身體、人、醫學與政治活動之間的道德關係。身體倫

理醫學模式有利於人和醫學回歸倫理的和諧；由此，在後現代

背境下，可以認為，身體宗教醫學模式是身體倫理醫學模式的

淵源之一，身體倫理醫學模式隱含著生命（身體）政治醫學模

式的政治倫理功能，能夠實現對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歷史

性“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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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身體倫理醫學模式 身體宗教醫學模式 

生命（身體）政治醫學模式 身體倫理學 散樸性 

 

人的內在的、本質的、自為的因素與無數客觀的動因，決定

了醫學模式的結構，而不應是人為地，或者某人一時興起所做的

理論劃定，這個模式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理性的貧賤、對經驗

主義的蔑視、心靈的漂浮狀態，毀壞了我們真實的“身體生活”，

我們都是棲居者，身體被推向前台，“它替我們受過”。因之，

身體文化、哲學與倫理學揭示了醫學模式的不定性，以及如何使

其接近醫學生活的真理。 

醫學中人的道德行為和人的道德困境，即是身體的倫理和身

體的關係的顯現形式；身體表達和顯示了人對多元現實世界介入

的個體化。身體是諸事物指示的歸屬中心，身體自為地存在，具

有一種難以遏制的自由性和散樸性。1

身體是人存在的物質和精神方式，也是唯一的人的身份的表

達和合法的意志的載體。我們的一切情感、善惡的表意和痛苦或

快樂的成就，都由身體接受。在某種意義上，身體即是人的存在，

身體就是“我”。疾病的狀態則是一種普遍的疏離狀態。認同它

原本健康和正常存在的基礎的疏離，造成同其他與自身相關的存

在物和本我的“原身”相疏離。 

身體作為人的意識的載體，同時是精神的主體，一般意義上，

身體就是人自體，身體就是人，“身體”已經包含了“心理精神

社會”三因素，只是賴於道德的統治與需要，由道德關係予以調

節，如此通向散樸性和諧；即：自我意識的存在；蛋白質的邏輯

構成；社會關係的綜合。因此，身體即具有精神性、社會性；身

(1) 薩特所用的“散樸性”(facticité，英文facticity)一詞，有人認為，可以譯為
“人造性”或“人為性”，但依然是“散樸性”更為精准。薩特運用此詞的含義
是指一種自為的外在存在結構和自在的虛無化的結合體。也可以理解為，
自在的漸趨消失的不斷的偶然性糾纏著自為，並且把自為和自在的存在聯
繫起來而永遠不讓自己被捕捉到，這種偶然性，可以稱之為自為的散樸性。
本文作者認為，可以解釋為“道法自然”中的“自然”，即“就是那樣的”、“所
是”等。可參見薩特，1987，44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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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結合，才真實地敘事身體的價值，並

在身體處於疾病情境下，以道德關係為主體，支援醫學目的和醫

生責任的實現，這是所謂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無法通達的。 

這樣，臨床的道德邏輯或者醫務倫理的信條，或許可作為身

體倫理醫學模式的基礎：1. 人不是一定要患病的，疾病並不是人

的罪性的表達，有些外傷性或心理性疾病可能與人的惡行或生活

的失誤有關，但這不是疾病的主要原因；2. 人生的目的就是生命

本身，健康是每個人的願望，人有健康的權利，有醫療公平的權

利，人應該追求身體整全和生命的完滿；3. 人應該受到理性與光

明的指引，並遵循身體倫理原則，愛護自己與他人的生命，並支

援醫生的工作和體恤醫生的辛苦以及愛的奉獻；4. 病人要與迷信

和愚昧作堅決的鬥爭，“大地上美好生活的首要條件就是從愚昧

和迷信的枷鎖之下解放人們的心靈，從既定的社會權威的專橫壓

迫之下，解放他們的人身。”（貝克爾，2013，80） 
 

一、關於醫學模式和醫學的道德邏輯 

 

醫學如果有某一模式存在的話，那是人為賦予的，是為了來

“說詞”、“做事”、為人謀福利以及發展醫學的。所謂醫學“模

式”，實難精微、確切地說明醫學活動或醫學行為的內部運行結

構與機制，以及在這一複雜的活動中所涉及的各種因素之間關係

的性質。模式是一般性的基本的行為模態，是外在的表像和顯示

的活動式樣。模式可以以任意的邏輯結構編制，但必須能夠有明

晰的價值核心和主體意志；模式沒有固化的公式和運行模態，是

人們對事物管理的思維方法或對於醫學生活現象的總體觀念。當

然，醫學模式必須反映人類與疾病作鬥爭所採納的、相對合理的

處理醫學領域中各種問題的思想和方法，是人類對健康及疾病觀

察與處理方法的認識與概括。醫學模式是與身體文化格局、人類

文明處境、社會發展和生命科學進步相適應的，人類社會進化、

科學技術的巨大成就推動了醫學的迅速發展，也加速了醫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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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斷創立、演進與更新。比如，人工生命就呼喚著醫學模式的

後現代倫理意識的認肯或者道德共認意識作為醫學模式確立的依

憑。 

因而，醫學模式既包含有醫學關係的外在形態，又必須反映

其內部機構和本質，人為地造就成一種理論“模型”供我們研究

和理解，指導衛生機制和體制的變革，以使得埋頭於醫療業務中

的人們有一個理想的工作摹本，作為目標去效仿和追求。 

完全否定自然哲學的醫學模式，是片面的，醫生從來都沒有

完全地把人體看作服從物理、化學變化規律的簡單生物體，或者

說，把疾病的診治確定在這些變化的生物的或理化的原因的基礎

上進行的。這種模式從來都沒有完全賴於人的生物屬性和自然屬

性，也從沒有把人的生理機能與心理機能、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

割裂開來，認為醫學責任人把疾病與整體的、活生生的人剝離開

來，那是一種誤解；比如與基督醫學共生的“基督醫學模式”，

曾經長期作為西方身體宗教醫學的行動範式。 

在神人關係的社會中，醫生們以基督的治病範型作為自己的

職業追求榜樣，他們視病人為肉身與靈性的人，以此進行和開展

他們的醫學活動。這是一種信仰和唯心主義的理性空間中的關聯

式結構，正如福柯分析的那樣： 

 
“在疾病的理性空間裡，醫生和病人並無充分的權利佔

據一席之地；他們的存在之所以被容忍，只是由於干擾

幾乎難以避免；醫學的矛盾功能尤其表現為，既要中和

他們，又要維持他們之間最大限度的差異，從而使疾病

的理念構型在人們與他者之間顯露的虛空中變成一種具

體的、不受干擾的形式，最後整合成一幅靜止的、無時

間差異的、沒有密度和秘密的圖像。在這裡，辨識可以

自行進入由本質組成的體系中。”（福柯，2001，8） 

 

這種模式始終伴隨著基督醫學，張揚了愛德精神和神貧主

義。因此可以認為，後來的所謂恩格爾的人文主義、心理主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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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化的顛覆，只是一個偏激的試探和考量，存在很大的錯訛，

僅僅是對於個案與非主流趨向的“非人性醫學”的批評，這不足

以說明人們對於一以貫之的人道主義醫學傳統的否定。人們注重

這一顛覆性結果，有一定科學歷史感動議，但不應該成為後來漢

語醫學模式盲目遵從的範本。 

醫學一直是幾種模式混雜存在的，應該說始終沒有某一模式

純粹壓制著醫學和醫生，晚近我們的行動，只是順應著理論上的

召喚，進行一次策略性的轉移。 

混合醫學模式最為典型者當屬以元氣論、天人論與陰陽五行

作為主體內質的中醫的“身體哲學醫學模式”，以及“醫乃仁

術”、“無傷也，是乃仁術”（《孟子．梁惠王上》）為主體的

“弱身體倫理醫學模式”的混合結構，加之“止於至善”（《大

學》開篇）、“大道”（《禮記》） “作稽中德”（《酒誥》）、 

“中庸”（《論語．雍也》）等等，使中醫的醫學模式更為複雜。

中醫尤以“易醫”的哲學模式，顯表比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

更鮮明的身體哲學屬性，同時，以博大的氣勢包容了社會、心理

和人文精神成分，此絕非單子論的模式所能陳明。 

如此複合型的立體的醫學模式，絕非簡陋的、平面的“生物

醫學模式”或者醫學心理社會醫學模式所能蓋然。 

模式可以說明我們認識醫學的學科性質；模式可以提示我們

應該給予作為完整人的病人的愛；模式可以修正我們對於醫療制

度的缺欠造成的不合理的行為規範；模式可以倒逼我們思考如何

為病人進行整全倫理的醫務工作才是善行；模式可以促進衛生體

制和管理體系的改革，幫助我們建立新的符合於人性的醫療機制

和秩序。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於醫學模式的研究和爭論，特別是糾

正我們的誤讀和誤識，重新尋求一個身體倫理醫學模式或者生命

（身體）政治醫學模式（或是二者的並構），都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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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就真實的歷史考略，應該說明的是，真正最先提出醫學

模式轉變的人不是恩格爾，而是蜜雪兒．福柯，他對於醫學、疾

病、社會、政治和身體倫理的深刻思想是開創性的，是系統而高

蹈的。福柯的人文化的醫學模式觀念、身體倫理思考和生命（身

體）政治的理論以及對於醫學的認識論論述，早已在恩格爾之前

流行於英語世界。把恩格爾稱為“新醫學模式”的提出者是我們

的一個誤解，如同把生命倫理學誤認為是波特的創造一樣，這反

映了我們以往的浮躁與潦草。 

其後，後現代情勢下，隨著現代系統科學、心理學、社會學

等學科的發展，人們逐漸接受了福柯等人對健康與心理、政治、

經濟、社會環境之間關係的認識，對生物醫學模式有了一個批判，

這樣，也就是距離福柯的《臨床醫學的誕生》出版 14 年後，恩格

爾(G．L．Engel)釐清了一下關於醫學模式的說法，總結出所謂生

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此舉僅僅是再次強調整體、社會因素

對於研究人、身體、生命與疾病的意義，把患者的生理、病理、

心理與社會環境有機結合起來，這本身就正是，其在接受了身體

倫理意識之後，生發的一次後現代道德覺醒。但他和後來者，卻

無視於此模式早已存在並一直延續的歷史，自負地將此“修正”

作為醫學思想的革命，特別吊詭的是，我們也曾在晚近的討論中

盲目地這樣去認肯。 

恩格爾模式沒有突出身體倫理和強調生命（身體）政治觀

念，只注重病人權利至上和情感宣洩，忽視醫患關係秩序和醫生

的角色意義，特別是倫理律令、康德的“人是目的的醫學道德主

體關係的雙效性”和法律訓誡的雙向性，這勢必使醫學社會陷入

醫患張力與醫療改革的困境之中；政治領袖們也難以清醒地意識

到“醫學是最大的政治”的真理性，甚至設想把醫藥衛生事業放

置到市場中去，並且極其吝嗇對於衛生事業的投入。也許，這正

是這個模式的致命缺陷，也正是福柯和我們所掛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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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體倫理醫學模式語義中的身體－人－生命 

 

身體並非如我們所直白的“生物醫學模式”中的“生物”那

樣的物質單元集，身體幾乎包容了自然的與人的全部奧秘，身體

由“心”而始，由“腦”而生，給我們提供了臉面、肢體、器官、

感覺和意識，它在空間中化生，又在實踐中消費與衰老，在自然

中陶造，又在自然中毀滅。並在廣闊的社會生活中，敘事各種歷

史過程，為諸因素所制約，又同時製造原初死寂的世界。身體代

言予人，又為“身體”而代言，鼎足於“生物”的生命以及物理

主義、植物主義之上。 

身體使我們有“看”的功能，梅洛-龐蒂認為，看不能離開思

考，但為了看，只有思考還不夠，看是一種有條件的思想，它“看

機會”從近到身體中的東西產生出來，它通過身體引起思考。（梅

洛-龐蒂，2005，102-105） 

身體只有與身分建立關係，身體才有意義，才屬於個人的定

義。身體承載著生命，對生命是否存在、是否完整、是否健康負

責，並提供各種資訊給“我們”，判斷是否患病、是否需要治療、

是否快樂和瀕臨死亡。那麼，身體是人的一個部分，還是“完整

人”。我們說，身體在一般意義和傳統上，就是人的有形的體，

或者說，就是人，或者在某種語境中，就是人的全部。活著的

人的身體，也就是社會學或人類學語義的人的生命的存在，人與

身體不可割裂。 

身體與人類的文化一樣，具有多樣性，身體是特殊的文化和

特殊的社會元素，他預示著終極實在的仲介。就此，勒布雷東指

出： 

 
“身體將其性能與成分與社會象徵體系混雜融合在一

起。相對而言，身體被理解為一種表徵再現，它從未與

現實混為一談，但是沒有它，現實將不復存在。世界符

號論使世界人性化，賦予了它意義與價值，令它與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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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不再遙遠。身體的本質即隱喻，有效的想像。”（勒

布雷東，2010，119） 

 
這裡面有一個必須明確的概念，即身體的“想像解剖學”，

它超出了我們現有的醫學範疇，但雖然肉眼不可見這一“思想”

的隱秘身體，即“無意識模式下透明可知的”身體各部分、器官、

姿勢、語言、表情，即意向化、二次加工的、概念的、散樸的身

體結構。疼痛和瀕死感，就是概念的身體範疇，這個體系，不是

僵化不變的，是由時間維度參與，並且動態、透明而不直接暴露、

潛隱但可以測量的。醫生如果沒有能力認識和把握這種概念的身

體，就無法整全地了解疾病的身體和作為人的“病人”。 

身體既是具象的存在，又具有象徵的意義，不能由醫生負責

身體，而由心理學家負責精神；沒有一位成功的心理學者不顧及

身體的變化，也不應該有純粹關注身體表面的臨床醫生。其實，

在我們關注醫學模式之前，列維-斯特勞斯就批評形而上學二元論

模式把身體的精神部分剝去；特別是貶斥笛卡爾在《第一哲學沉

思錄》中，將身體比作為屍體或非人化的緩期執行的屍體。 

《聖經》人類學的主要觀念，本來不願意承認身體與人的分

裂。而在柏拉圖和俄爾普斯的思想中，認為身體是人的個性的物

化，精神須下凡到身體中，使人成為完整的人。而在《聖經》的

語言中，人等同於身體，身體即人本身，別無他物。（勒布雷東，

2010，16）勒布雷東引用克勞德．特勒蒙唐(C.Tresmontant)《希

伯來思想》中一句話： 

 
“我所感知的不是一個‘身體’，一個裝有‘心靈’的

身體，我直接感知到的是一個有生命的心靈，明白易懂、

內涵豐富我用所擁有的感覺能力來加以辨讀。這心靈對

我來說是可見、可感的，因為它在世也因為它融合了構

成並融入自身令其成為肉身的物質。這一肉身即人，人

的精化即心靈。如果心靈被剝奪，一切將化為烏有，‘身

體’也將不復存在。除了世間的塵埃，一切都將消失不

見。希伯來語中的‘心靈’或‘身體’都針對同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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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即活著的人。因此，希伯來語可以不加區別地使用

‘心靈’或‘身體’來表示活著的人。”（勒布雷東，

2010，16） 
 

三、身體神秘主義與身體宗教醫學模式 

 

身體神秘主義是身體宗教醫學模式的信仰基礎之一，其與我

們行將確認的身體倫理醫學模式的真理性，血脈而生；即可推說，

身體宗教醫學模式可作為身體倫理醫學模式的前體。 

身體權利、特別是平民的身體權利被漠視的道德觀，源於宗

教的靈肉分離和世俗社會傳統的等級制，此二因構成了中西方社

會生命政治的主律，比如，對於“肉身之欲”的鄙視。加之，神

學或宗教對於身體奧秘的膜拜，罪性人格的民族心理印痕，使得

沉重並“罪性的肉身”成為人的敵人。 分明是靈魂的惡，聖徒們

偏偏推給了肉身，如宋代程頤氏一派倡理學“存天理、滅人欲”

的苦行主義者，滅身體之欲，乃天理明；這正應了西方中世紀的

“身體既是知己又是敵人，既是至親又是仇寇；身體以怨報德”

之說，“它”剝奪人的一切與價值無限的美善。 

西方的信仰和東方的思想實現了一種融合，造就了對靈魂的

塑造和對於身體的概念。希臘化向東方宗教文化轉型，形成了一

股強勢的浪潮，催化了諾斯替精神與諾斯替主義，作為一種新的

精神原則，“諾斯”實現了對身體、對於人的始源和命運的知識

性拯救。忘我(self-annihilation)與成聖(deification)成為人修行的最

終目標。從此，人對於身體的仇視與特別的煉獄式體驗開始成為

苦行主義的主題功課。諾斯替主義開初即關切靈魂的拯救，如何

擺脫身體的重負，從對於身體的擯棄，教導人遠離物質主義和世

俗生活。 

諾斯替的基本神話，是一曲浪漫而又神秘的異鄉人之歌，這

首歌，沒有終曲，只是在光明與黑暗、知識與愚昧、平靜與情欲、

痛苦與縱情之中歌唱，盼望在墮落之後被拯救，它是一曲永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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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中期盼回歸彼岸，但又永遠不能到達皈依故鄉的心靈頌歌。

在曼達文獻中，“異鄉”(alien)是身體的永恆屬性，人的身體永

恆地異在於這個陌生的並不屬於自己的世界，人原本來自於另外

的地域，他是不熟悉、不可理解、不知所措的人和身體，這些遠

離家鄉的身體痛苦、孤獨、無助、充滿危險，但他們又不應該忘

記自己不屬於這個世界，喚回對故鄉的記憶，就是踏上回家之路

的開始。諾斯替的曼達信徒把空間看作是一種邪靈，“諸移湧”

(aeons)是身體在宇宙中存在時間之維的邪靈化，它是人的身體的

流落他鄉的體驗。身體是“人的生命”的暫時寓所，是生命的房

子、住棚和衣袍，是包裹靈魂的暫時的地上的“形”。 

諾斯的身體倫理即逃脫黑暗、邪惡的倫理，同樣歸鄉之路是

設計好的一種通往良善的生活，使身體或人掙脫邪靈的束縛，走

向光明。基督教與很多宗教，始終處於矛盾之中，即對於身體的

不捨，又嫉恨身體的邪惡，這構成與造就了身體宗教醫學模式的

邏輯內核，並為身體倫理醫學模式做了信仰的鋪墊： 

人的生命就是在這個二元困惑與衝突之中，始終追求愛戀身

體的康健與欲望的滿足，而又不時地回避、壓抑、消解由於身體

存在而生發的肉性欲望，由此所感受的痛苦和糾繞，構造了人的

生活和人的處境，這也是身體倫理的重要結構基礎。以至於，在

漸進形成西方身體宗教醫學模式的過程中，確立了倫理的基點。 

在茲，相對應的是，東方宗教身體文化的淵源之一，即佛教

身體倫理。博大精深的佛學與佛教向以破除有我為悟道的宗旨，

認為無我即無物。真可道：“萬物本閑，鬧之者人耳。人而不鬧，

天下何事。”（《紫柏老山集》卷三）萬物本來空寂無物所附，

世事繁雜只是一些虛幻的空像，人執幻為真，受萬物所惑所誘，

肉身感受虛假的變化而困擾。人的身體由地水火風四大聚合而

生，四大無定，人身並無實體，只是暫時的聚合，此虛幻只是假

名，“我”從而為不實之體。（張懷承，1999，16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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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道家身體文化除與前述的“易醫”之道外，與儒家最

重要的差異在於，順其自然、接受自然，“長生之本，惟善為基”

（《墉城集仙錄》卷一），以其樂天主義態度，對待身體的存滅。

最值得我們賞慰的是，我命在我不在天；既然之自然，又要主宰

命運，修繕而德福，順應大化，生死自然，體道無為。道家身體

學認為，生命與身體本不屬於自己所有，天地為一大冶爐，人乃

在若有若無之間變而成氣，氣而成形，形成生命，變而死亡，身

體存於天地之間，無所謂有無。此一道理，概之經綸，妙在其中。 

伊斯蘭教身體觀源於對於“我”的思考。伊本．西那認為，

肉身與精神的二元，精神不變，而身體一直處於變化之中，各器

官在“我”的指揮下發展與運動，“我”就是靈魂。伊斯蘭思想

家安薩里說：“你的靈魂根本不是肉體或肉體的德行。”2 伊斯

蘭的身體倫理，恰應了柏拉圖的“身體屬於可感世界的臨在性”

觀念，因此，論證了由於靈魂不朽延伸的正義理性和善的恆久存

在。伊斯蘭清潔的倫理給世俗社會樹立了護生潔淨的榜樣。伊斯

蘭教認為，先知的一個共同特點，受到安拉保護，性靈與身體冰

清玉潔，為追求心靈純淨，必須堅守淋浴淨身的生活儀式，清潔

精神與清潔文化，包括品德與心地的修行。此與罪性身體的觀念

存有明顯的差異。通過後天的潔淨方式，人可以成為清淨的人。 

印度教的無德之梵，即梵不存在，生物體的靈魂皆為梵，但

卻不可知自己為梵，梵是絕對的超越，不可能是一個人格，不可

能被認識，通過“物”轉向作為生物體“詞”的身體，再轉向自

在天（上主的恩典），再轉向梵；如此悖論，論證一個事實，身

體是具體的暫時存在，但只是一種對於行動者“上帝”呼召的回

應。（潘尼卡，2003，166）身體從靜默中走來，又靜默地必然離

去，猶如《壇經》所道：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顧

瑞林，1996，202） 

 
(2) 見陳中耀，1995，161。也可參閱楊捷生，2002， 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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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身心二元到體心一元論，身體宗教觀成為諸多醫學模式的

身體倫理基礎，而身體倫理觀念，為身體倫理醫學模式提供了理

論基石和本原的哲學認識論法則。雖則我們還難以通觀和握持完

整的宗教身體倫理體系，以此徹底解明身體宗教醫學模式的語義

概念，但我們從以上的論述中，可以洞見，靈與肉及精神（或靈

性）與身體的對立統一關係，確立了身體倫理醫學模式的宗教哲

學淵源。這對於理解身體倫理醫學模式的可能，給予了有力的辯

護。這裡尤不可忽視的是，身體宗教醫學模式的愛德主義、仁愛

有術、慈行善舉、眾生一等等元素對於身體倫理醫學模式的奠基

性意義。 
 

四、身體倫理醫學模式對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

的“僭越” 
 

身體倫理醫學模式顯然超越了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那種

表淺、漂浮、繁瑣的理論敘事以及刻意的裝點，其本身涵融了所

有關於人性與社會的因素，並強化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

人之間的各種關係，以倫理關係作為本源奠基，以法律律令予以

約制，在後現代醫學社會中，有利於確立醫學生活中的各種價值

序列與規範行為秩序。 

身 體 的 倫 理 即 是 整 全 的 人 的 倫 理 (ethics of content-full 

person)、人的整全性倫理(content-full ethics of person)或整全性

“我”的身體倫理。“我”或“我的身體”是一個事實上的生物

體的存在與人的精神存在的聯合，是一個人的意義上的整全，是

文化或哲學意義上的存在。“我”是一個作為實存的複合，是肉

身的、精神的、靈性的集，或“身體島”。由此，就這個意義上，

人的概念和“我”是同一的。 

身體為醫生治療行為與施愛的直觀物件，身體是屬人的，人

必須力圖把“我的意識”統一於“我的身體”；人的身體不是一

般性地沒於世界，應該建立身體、人、醫學生活之間的道德關係。



          身體倫理醫學模式對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僭越”   21 

人的身體與人的肉身，在語義上，不盡相同；人的身體包括人的

概念，人因此不至於將身體作為工具或物質主義的器物，而是作

為人的值得尊重的、有尊嚴的主體，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代理者

或替代物。而在醫學活動中，同樣，我們必須把肉身化的人和精

神、社會的人、法權的人，都作為唯一擁有的那個身體、情感、

意志、意識、靈智、心術、有效關係的主權的人。這個人，就是

“我”作為人的在。 

身體倫理醫學模式更加強化身體或“人”的尊嚴和價值，並

從社會的、人性的、經濟的，特別是多元文化下的道德價值中，

證實醫學善的目的。身體主要是倫理的和生命之力那樣的生產的

主體，這一生產範式並非作為機器的功能，而是存在者的社會事

件，是主體的生存權利以及被保護的“苦難的生命”的終極意

義；由是之，身體倫理醫學模式標示並 “包含了對所有動物和人

類的人道主義的保護：這就是當代唯物主義的標準。它的科學名

稱是‘生命倫理學’。它的哲學名稱和政治名稱則來自於福柯：

‘生命政治學‘。因此，這種唯物主義是生命的唯物主義，即生

命－唯物主義。”3 

身體倫理醫學模式，更能集中於“人”的倫理現象和“人”

的社會關係的倫理問題，可以回應文化意義和生物學意義的

“人”的生命存在，以及“人”的社會空間權利或人與人醫學生

活關係的諸多可能性，也可更直接地表達人的身體價值和道德效

力；因為，這一模式更直接與具象地促進對人的生死疾病、苦難、

欲望、快感進行倫理的辨析與對話，並能夠積極地幫助醫生把肉

身的真實體驗和他者的測查、道德認知、觀念以及主體表達，進

行綜合審視或評價，最後獲得權利等級的排序，以求得問題或案

例解決的方案和計算。這是因為，身體倫理較之“生物－心理－

 
(3) 此語與隱喻，來自於阿蘭．巴丟的《身體．語言．真理？》，其意在於說明

後現代語境下，生命倫理學蘊含的身體道德哲學意義，反正身體倫理學較之
生 命 倫 理 學 更 能 說 明 生 命 的 “ 唯 物 主 義 ” 法 則 。 請 見
http://mt.zhuokearts.com/media_kwlr.aspx?id=169066， 《當代藝術與投資》
（201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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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三元評價更為精緻、簡明與細膩，它更著意於精神與靈性

的偵查、覺悟與沉思，更突出和強化了身體的社會性和生命政治

意義，更符合物質的實存所引發的衛生經濟價值與身體的文化功

效。因為，只要有倫理的要素始終參與對於人性的警醒，就不至

於將身體物化或僅僅是作為失人性的符號。如此，人的身體會更

加自由，更有尊嚴，更加個我化。人類倫理研究，更貼近於現實

生活，會加強醫學或生命科學技術的親切感，更會顯現個人世界

主義意識，提高醫生與病人交流的品質和效率，以通向良善、真

全的生活理想。 

我們身體的文化與社會意義，在於它承擔思想和情感的實現

功能，由此，才可以通過這種身體的敘事，來表示善的訴求，以

其達到道德理想，使無數個體建立各種關係，並接受權利和權力，

拒絕暴力的鞭打和壓迫。身體是實現生命倫理意向的唯一工具，

因此，身體的概念絕非僅僅限於物質的平面，而其廣度與深度都

與心理、精神、靈性的功能緊密相連，有時合為一體，身體可以

替代（幾乎是一種常態）思想和意志，實現人的活動和創造力，

旨在於完成“心”的召喚和命令，但如果沒有身體的同一或同步

配合，道德效應只能等於空靈。醫學生活和疾病過程是一個社會

和技術的肉身反應和身體的病理性經驗，沒有它，人的身體也就

沒有展開的空間和施治、愛的對象。只有醫學生活有效的恢復到

健康的正常的程式化生活，身體才能找到自身的完整性：主體的

生命社會化秩序才可以建立，與之相關的人的活動才可以展開和

運行，才能夠使倫理性和生理性獲得完美結合，這恰是身體倫理

醫學模式的功能。從梅洛-龐蒂的話語中，我們可以獲得這樣的佐

證，即身體“本質上是一個表達空間”，因此，“身體的空間

性……是一個有意義的世界形成的條件。”他斷言“身體是我們

能擁有世界的總的媒介”。（梅洛-龐蒂，2005，第三章部分章節） 

對身體形象的體驗、感覺、記憶以及聯想、想像，對於身體

患病中疼痛的放大、誇張、外顯圖示的延伸、編織、杜撰和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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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建立在原始的身體空間性外殼以及肉性基質的描述與語言中。

醫生用科學和技術的“看”來拷問疾病的元素和因果關係，用己

身的知覺，分析他者呈示或給予的非正常身體現象，以求得疾病

的診斷，獲得治療的意見。醫生在身體倫理醫學模式的指導下，

以個人的身體去接觸病人的身體，形成身體與身體的相互交通，

成為被關注、被愛護、被救治的主體，接受另外一個職業的施愛

與權力的主體的道德行動目的和倫理追求。身體倫理觀念支援的

身體倫理醫學模式，可以更加生動和具象、外顯、現實以及易於

體驗與理解作為“人”或者“我”的病人。 

顯然，身體倫理醫學模式可以完成對於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

式的僭越，因為從身體倫理的視角研究人的生命道德難題，可以

更直接和透徹地把握身體的自然屬性與範式，並理性地尊崇自然

的造化和服從於它的根本律令或法則。身體是醫學的物質化與社

會化載體，並具有政治意義；身體結構決定人的感覺、知覺、意

志與精神形態，生理與精神的取向的道德性評價，必須通過身體

的指示度量，在某種意義上，身體即人，包括臨床的、自然的、

社會的以及文化的、哲學的有生命的人。 

身體倫理醫學模式應該隱含生命政治意識，身體倫理與生命

（身體）政治追求是一致的。生命（身體）政治是當代社會發展

的一種必然結局，是以人類生命文化、衛生經濟倫理和經濟制度

以及對於維護人類健康需求和衛生保健的絕對權力為核心的創

造。它既是“微觀的政治技術和策略程式的總和”，又是“現代

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與靈魂”（阿蘭．巴丟，2011）。我們可以

從身體倫理學的視角來論述和傳播生命（身體）政治理論，並且

不局限於僅僅是個人政權技術的發展，我們認識到生命技術與身

體倫理學的血緣關聯，更覺悟到在宰製和規訓個人方面，創造性

地研製了一系列細膩而靈活的策略和技藝。我們能否對福柯們的

狹小或限制性問題域進行放大與轉換，作為我們醫學和生命科學

諸領域的範疇的政治哲學觀察，首先，是關於醫學的論述成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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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社會的最主要的論述體系，因為醫學關係著所有人的生命狀

況、疾病、損傷、精神健康、壽命和人身保障，健康是理想人生

和幸福的基礎，是和諧社會和保證，醫學應該納入整個社會經濟、

政治、文化的所有運作過程。第二，醫學必須體現公民的正義和

資源配置的公平，並有效地發揮人力與物力的資源作用，醫學活

動自始至終應該以現代的科學理性作為指導，以正義與良善制約

各種人的行為和調整各種行政關係、人際關係；第三，生命政治

應當控制個人的無限生理欲望和過度的心理訴求，並使其倫理秩

序適應於社會發展，同時符合歷史規律，任何無良者的越軌行為

和對生命權利的踐踏，都應以道德和法律手段予以杜絕；第四，

保護個人的生理和健康需求，管理者和統治集團，必須最大限度

地給予公民以倫理和法律規約下的自由，社會應使醫學成為一種

政治化利器，維護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幸福康樂；第五，醫療保險

和社會安全政策是生命政治的核心，現代醫療體制以及衛生機

構、社會救助組織、災難急救系統和機制、醫院以及血液、食品

安全管理監督體系等，是伴隨當代政治改革和制度革新的最重要

的部分，公權力醫學、私有制醫學都應進一步完善與革新，這是

“構成為政治制度革新的關鍵”，“沒有一個社會不實行一種疾

病政治”（高宣揚，2004，924）。 

18 世紀法國與整個歐洲出現的疾病政治，說明了政治倫理與

醫學的關係，當時的政府，已經把社會群體和公民的健康和疾病，

當做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問題來看待，福柯將“當時的健康政策同

警政系統的建立及運作，看作是現代國家理性統治和管理個人的

最重要的政治技術。”（高宣揚，2004，925）如是，身體政治

醫學模式可與身體倫理醫學模式並構，成為一種醫學模型的複

合，這就會促進基本的公民與國家政治理性以及衛生學、醫學的

結合在一起，成為現代生命（身體）政治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和時代進步的指導者，引導社會經濟、文化以及政治理想或觀念

的改革；主導醫學或者衛生經濟活動中的正義與公平，除引領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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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們實現自己的人道主義理想的同時，旨在於在衛生資源配置等

活動中，體現和表述國家意志；這一政治倫理目的則是我們這一

“身體倫理醫學模式”的歷史意識。 

語言和知識一樣，是有限的，有關醫學模式的爭執，永遠不

會停止，因為身體自然與社會生態以及生命科學技術的文化性漂

變，永遠不會終結。由此而生的很多話語和“思”，諸如善惡、

權利、責任的倫理、文化戰爭等後現代說教，都在語言和知識之

域的內外，有時我們只能賴於感受和悟省，來體味和讀解內中的

“道”，甚至所做出的行為選擇與倫理判斷，都不在“林中路”

上，原來所設定的“路標”4，也沒有指明未來的方向；或者說，

一切都以時間大化而成康德所指引的“頭上的星空”的自然律

令；其意是說，那是不可違抗的，我們的生命存在，以及我們為

生命而預設的身體倫理法則，也包括我們文中所述的身體倫理醫

學模式，或者生命（身體）政治醫學模式，不也如是麼？終然，

概如《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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